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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與“反智論”
陳　　曉　　傑
The thinking of Wang Shouren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CHEN Xiaojie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thinking of Ming philosopher Wang Shouren
（1472-1529）,especially regarding with the so called “anti-intellectualism tradi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was suggested by Pro. Yu Yingshi. The “Brain（tou 
nao 頭腦）”is emphasized continually in Wang Shouren’s innate knowledge（liang 
zhi 良知） theory, and apparently it is the innate knowledge. People should grasp 
the “Brain” ﬁ rst, and other factors like the acquired knowledge must be leaded 
under the conductor of the “Brain”. There is no essenti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Brain” and the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In chapter two, from the sight of 
self-cultivation（gongfu lun 工夫論）, Wang Shouren’s thought can be summarized 
as “When you do something, then learn the knowledge under the direct of the 
innate knowledge if necessary”, for even the Saint（sheng ren 聖人） can not be 
omnipotent like God. The position of acquired knowledge is much lower in Wang 
Shouren and Yangming School than Zhuxi, but it should not be concluded that 
Wang Shouren is hostile to the acquire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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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1472-1529）作為明代之著名思想家與軍事家，一直被認為是屬於儒家中孟子一系的
心學大家，此蓋無疑問。自從余英時先生在《歷史與思想》中提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反智論”
這一隱含線索以來1），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分析王守仁的根本立場與觀點，並將其放
在傳統儒家的脈絡中來進行理解。王守仁真的如余英時所說是“反智論”嗎？本文的探討期望對
此問題之回答能有所裨益。
  “反智論”或者“反智識主義”，是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的翻譯，如余英時所說，反智
論並非一種學說或者理論，而是一種態度。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
為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2）。著書立説都沒有多少時間的王守仁，專門去立說
而“反智性”，這多少是可以存疑的。那麼王守仁之“態度”又是如何呢？
  如果我們僅僅從《傳習錄》的隻言片語中摘取幾段材料來評判王守仁對智性的態度，則容易
犯下以偏概全的錯誤。例如下面這段材料：
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
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
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
私而滿其欲也。（《傳習錄》198頁）3）
我們需要注意，一方面，王守仁的針砭時弊之言，多為糾偏而說，就如同他初喜教人靜坐，同樣
不可即斷定此便是“禪”或者喜靜厭動之“歸寂派”一樣。另外，王守仁喜用“主意”來強調主
體性，用“頭腦”來統領“工夫”，以“工夫”表明日常實踐之意義和工夫著手處，同時還主張本
體與工夫合一而不可分割。為了考察余英時所說的智識主義在王守仁身上是否成立，就需要注意
結合王守仁立說的上述特點來進行分析。
  本文主要分為兩章。第一章梳理陽明學之“本體”也就是“良知”之特性，此部分側重於整
體性的把握。第二章具體分析王守仁對於客觀知識之態度和所主張的工夫。
一、“頭腦”：“心”與“理”
  對於宋明儒家而言，存在著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何以可能成為聖人？第二，如何成為
聖人？對於第一個問題，道學家主要是從心性本體論上予以了回答，而對於第二個問題，則主要
從工夫論上回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工夫甚至更為重要。”4）對此筆者深表贊同。但不容忽視
1）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76年。
2）注 1書， 1 - 2頁。
3）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以下引用《傳習錄》的內容和頁碼均根據此版本。
4）郭曉東《識仁與定性》（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自序 3 -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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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問題是，宋明儒家以道德工夫之實踐與體驗為主來求“內聖”，而他們大多是從“自家體
驗”中得出結論和判斷，對於各自所使用之語詞之確切涵義以及概念辨析普遍並不重視。由此，
一旦在相對學術主張相差較大的兩家之間有所不挈，其爭論便往往無法切中要害。朱熹與陸九淵
的鵝湖之會即是如此：當時曾有人陳其不必辨者，九淵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
無陸子靜”5）。其辯實非陋儒門戶之見，然仍不得澄清者，又是為何？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即是
未對對方之概念與相關之工夫進行嚴格而全面性的檢討之故。
  由於守仁之心學核心概念即是“致良知”，而欲探究守仁對知識之態度，則須抓住其核心思
想，尤其是“心即理”6）以及“心外無理”7）的主張，因為“心”與“理”的理解與規定性，很大程
度上決定了王守仁對“智識”會採取什麼態度。由此，需要梳理清楚守仁之“心”、“良知”與
“理”之概念及關係。守仁整個工夫，主張動靜合一、知行合一、本體工夫合一、不分未發已發之
傾向，均須從“頭腦”處“縱貫”8）而下進行整體把握，方可確實領會其精義。同時，作為比較，
本文將簡略對被余英時視為有“智識主義”傾向的朱熹進行對比考察。因守仁之學，誠如先行研
究所指出的那樣，與朱子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9）
  王守仁著作中的“心”一詞，根據不同之語境和需要有多種講法，例如某些時候的“心”為
身之“主宰”，或者為“知覺”10），就顯然是指經驗意義之“心”，在道德意義上為中性，故不可言
“心即理”。此層含義本文不做探討。
  大多數時候，王守仁的“心”是指“心體”或者“心之本體”，當然也就是“良知”。由此“心
之本體”而可言“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傳習錄》30頁）
  朱熹反對說“心即理”，亦曾指九淵“汝耳自聰、目自明”（而去掉其下面的“事父自能孝，
事兄自能弟”之語）為禪，而言“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
（《朱子語類》卷百二六，以下簡稱《語類》）。但須知，九淵、守仁如此說是“縱貫”，並不拘泥于
經驗意義的“知覺”之心。朱熹注《大學章句》之“明明德”條：“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
5）《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399頁。
6）“心即理”之說，在傳習錄中出現多次，如“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
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傳習錄》372頁）在此限於篇幅不一一列舉。
7）在與徐愛同舟南下的同年，王守仁致友人書中首次申明了“心外無理”的思想，《有無之境》（人民出版社，
1991年，30頁）全錄此文，可參看陳來的評論。《傳習錄》中僅有一處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
無理，心外無事”（《傳習錄》70頁）。
8）“縱貫”一詞為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提出之理念，陸九淵、王守仁之學均可視為“縱貫”之學，當然，
牟先生由此認為應該以“縱貫”之心學為本，以程頤、朱熹之“橫攝”為末，此說確實有待商榷。
9）參看陳榮捷本《傳習錄》“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一文。另外，唐君毅比較朱陸王三家甚精，王守
仁亦並不以陸九淵之學為最高，參看《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以下簡稱《原教篇》，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296-297頁。
10）“心者人之主宰”（《傳習錄》368頁）。“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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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11）。爲了與同樣說虛靈不昧的佛教相區別，朱熹為此加上“具
萬理而萬事出”，指責“禪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語類》卷十四）
這裡即牽涉到何者為“理”以及朱熹所說“心具萬理”究竟為何指之問題。關於朱熹之“心”與
“理”關係，前人已述之甚詳，可以歸納為：“道理都具在心裡”，非以“心”為最高主體或者萬理
之源，而只是“道理存著處”。（《語類》卷五）然而朱熹亦言“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語類》卷十八）因此唐君毅總結朱熹之格物窮理說為“求諸外而明諸內”12）。故朱熹可言“此心
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裡面本來有底。”（《語類》百十四）可以看出，朱熹對於心之
本體13），重在認知主體性上，故強調心體之“虛明”，然而朱熹雖批評佛家，卻始終堅持“與其中
之性理之內容，必分別說。故心之虛靈知覺本身，不即是性理”14）。只有去除負面的氣稟之私與不
正之物欲，且經過艱苦之格物窮理工夫，方可使心與理“合一”。
  反觀王守仁之“心”，陳來在《有無之境》中大致歸納了六種說法15），論之甚詳。然本文只討
論其中兩種，即“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和“知是心之本體”。
  首先看“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從“理”之角度，既然牽涉到“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關
係，那麼王守仁所說的“理”的範圍問題必須予以澄清。他說“心即理”或者“心外無理”，多是
針對弟子之質疑，所舉之實例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等，皆著眼於人倫世界，因此“陽明用
‘理’字，是取‘規範義’，非取‘規律義’。”16）那麼，此“理”是否必須排斥“為物之理”？茲摘
錄《傳習錄》中較重要之一段觀之：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
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
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傳習錄》
239-240頁）
王守仁對於外部事物之知與理，基本上都是採取此態度，即：要求學者把握學問大頭腦；記問之
學只是“末”17）；把握頭腦，則可使記問之學、聞見等為我所用。守仁確實從未正面回答過心外是
11）中華書局，1983年， 3頁，下同。
12）《原教篇》271页。
13）朱熹對於“心”尚有其他層面之分析，例如以氣論心以及“心統性情”觀念，亦很重要，但不在本文討論範
圍之內。
14）《原教篇》274頁。
15）分別是“至善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誠是心之本體”，“知是心之本體”，“樂是心之本體”，
“定是心之本體”，參看《有無之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4-79頁。
16）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312頁。
17）儒家用“本”、“末”對舉，未必一定有輕視或者反對“末”之意，此不可不知，最典型例子即《大學》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主張以“修身為本”絕不意味著“治國平天下”就相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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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無理”，其言“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18），仍然是站在“意之
所在便是物”的語境中說的，而沒有試圖超越這個範圍，守仁真正說到山河萬物與“我”之關係
的，都是採用了陳來所說的“境界說”，故對我們理解其對於“物之理”的態度並沒有多大幫助。
但其本身絕非單純否定章句記問之學等知識之態度，此在第二章還當詳說。
  另一方面，在人倫道德方面，守仁喜用反面論證法，例如：“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
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
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傳習錄》30頁）王守仁的邏輯是非此即彼的二者擇一，即道德
之“天理”本源要麼就是在道德物件，要麼就是在道德主體之自我。
  其次我們來看“知是心之本體”19）：“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
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40頁）此處之“知”非一般之
“知”，也不是四端之“智”，而是“良知”。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守仁所說的“主意”和“頭腦”。
1. 良知是“心自然會知”，此“自然”即表示良知並非諸如外在的道德規範之類的內化結果，
而是主體本有之自在。
2. 良知之所“知”，就是“知是知非”，此“是非”就是“善惡”，因此與客觀事物之理無關。
3.“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傳習錄》341頁），“好惡”即是“好善惡惡”，
因此，良知不僅是道德判斷之最終標準，還包括道德情感20）。由此，牟宗三認為：“孟子尚
是仁義禮智並列地言之，而陽明則就其所言之是非之心之智而言良知，將智冒上來而通徹
于仁義禮中，通徹於心德之全部，以彰顯並保住心之超越性，涵蓋性，主宰性，純粹至善
無對性。”21）但“好惡”還要貫徹下去，這就是陽明所強調的“誠意”工夫。22）
　　由此，守仁之道德實踐工夫，可以概括為：依據我本有之良知，隨日常世界中所遇到的事事
物物而當下感應，成為“為善去惡”之意志和實踐。這其實也就是“天泉證道”四句教的後三句。
18）《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56頁。
19）另一段資料：“惟乾問：知何以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
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傳習錄》140頁）“理之靈處”這一概括
甚重要，不可偏講“理”或者“靈”，若如王畿，則多喜以“靈”說良知，確有偏向於禪宗之嫌。
20）同為“心學”（此是指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宗旨與王守仁有極相近之處，相對於分
“心”、“性”為二的朱熹理學一系，可以稱為廣義的“心學”，尤其是在明代、三教合一之趨勢日益顯著的情
況下）陣營的禪宗多指責王守仁之“良知”只是“妄”、只是“情”，“以禪的絕對無的立場上看，（良知）僅
僅是宿於世俗間‘有相’的‘影子’罷了”（荒木見悟『陽明学の位相』，研文出版，1992年，242页）。
21）《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84頁。
22）王守仁對於“誠意”之若干解釋事實上並不完全一致，如《傳習錄》上載“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而朱熹
在《語類》卷十六中亦言“誠其意只是實其意。”但是在《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中曰：“蓋鄙人之見，
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
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而更強調著實去
做的實踐工夫，此變化筆者以為主要是由於 ：江右之前，王守仁在“心”、“意”的解釋方面還是未脫離朱熹
的影響，他後來提出“致良知”，預感到若人人皆曰“良知我自有之”而不做工夫的危險，故強調“致”之重
要性，誠意內涵之變化亦是如此，本文所指涉之“誠意”皆取後一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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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也尊信《大學》，在他正式確立“致良知”之旨後，《大學》八條目的先後次序已經不
是像朱熹那樣的工夫論先後，而在事實上呈現了八條目同時齊頭並進，換句話說：“格物”（在王
守仁的語境下就是現實世界中的待人接物，基本等同于“事”）即是“致良知”，即是“誠意”即
是“正心”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當然，從理論邏輯上說，所有工夫論的
最終依據都是良知，故可以一言而概之曰“致良知”。朱熹說“理一分殊”，強調“分殊”之理的
重要性，故心要明理，不可光說“理一”，而必須在事事物物上“格物窮理”。對於陽明學而言，
既然“天理”在我心，則當發用之時，只要是良知作主宰，則雖萬事萬物之不可窮盡，而皆能應
對自如，“知是知非”。對此，歐陽南野有相當精闢之論述：“凡事求討格子、固是捨本逐末。然心
之良知、怵惕必于入井、慚憤必于呼蹴、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
所謂有物有則者也。然變易無常，惻然而怵惕矣。忽赧然而慚憤、又忽肅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
變。至於動靜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格子可也。所謂無方無體者也。”23）由此，“良知”被賦予了
前所未有之地位，甚至可言：“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
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
子乎！”24）（《傳習錄》248頁）
  至此，本文大致對陽明學中之“頭腦”即“心之本體＝良知”進行了分析，在本體以及工夫
論層面上可以概括為：抓住或者認清“頭腦”（即“良知”）→在“頭腦”主導下作工夫→“致（本
有之）良知”。我們可以看出，這當中一刻不可離良知之本體，最終使得“道德本體與道德法則在
‘良知’中得到了自我同一。”25）討論守仁對於客觀學問之態度以及是否是“反智主義”，必須在其
上下“縱貫”之體系內進行理解。
  綜上所述，在真正澄清了陽明學之“主意”和“頭腦”關鍵後，本文接下來即可論述王守仁
的具體實踐工夫，並進一步闡釋其對於客觀知識之看法。
二、“聖人可學而至”
  對於儒家而言，“聖人”是一種理想境界，亦是為學之人的終極目標。孟子言：“人人皆可為
堯舜”（告子下），此對一般之人可謂極大之鼓勵。而宋明儒學在吸收了佛老之合理因素後，其宗
旨亦力圖回歸孔孟之時，主張“聖人可學而至”26）。
  本文第二章即通過“聖人可學而至”來展開討論，研究在王守仁心目中之“學”、以及見聞等
知識的地位問題。
23）《歐陽德集》卷五《答賀龍岡》（鳳凰出版社，2006年）198頁。
24）然須知朱熹亦曾說過“若使孔子之言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語類》卷百二十）。
25）呉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8頁。
26）周惇頤在《通書》中亦有類似說法，然明確提出者，則為程頤所著《顏子所好何學論》：（先生始冠，游太
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
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欤？曰：然”（《二程集》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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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守仁的聖人觀
  從宋代理學開始，儒學即強調聖人標準中內在之“德”的重要性，然仍喜言聖人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而到了九淵則明確反對聖人全知之論：“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
聖人有所不能盡知也。”27）王守仁則認為：
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謂聖人為生知者，
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
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傳
習錄》191頁）
此段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王守仁明確地否定了聖人“生知安行”之“知”包括“禮樂名物之類”，
而只專指“義理”，此亦符合宋明理學之主要立場。二是“學而知之者”只應當學知此義理，此句
明顯有反對一般學問之嫌，暫時放下此句，再來看另一段：
聖人本體明白……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
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瞭，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
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
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于禮樂名物，不必盡知。”（《傳習錄》303頁）
結合這兩段材料，我們就能明白守仁心目中為學成聖之大致宗旨是此類知識原不為“障”，原可為
我所用，但是此過程必須在“良知”之頭腦主宰下完成，而目標與重點亦是“致”此“良知”。
  王守仁徹底地將聖人“內在化”和“良知”高揚，故曰：“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
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
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傳習錄》119頁）
  但這並不意味著聖人就是當下“現成”的。王畿有很好的概括：“先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
在而言。見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所不同者，能致與不能致耳。”（《王畿集》81頁）王守仁晚年
也已窺見後學末流之弊，故再三強調“致良知”、也就是工夫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亦認為“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語類》卷六十）對於
聖人份上，朱熹亦同意聖人知見之具體多少不礙其為聖賢，但在學者份上說，則不能就此而放棄
對經驗知識的掌握。
27）《陸九淵集》卷一《與邵叔誼》，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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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與“見聞之知”
  接下來即具體分析儒家言說的脈絡中的“智識”問題，亦即對於“見聞之知”的態度。
在此，需要對“見聞”、“見聞之知”與“禮樂名物”知識作一分梳和區別。
  “見聞”與“見聞之知”，對於陽明學而言，有很大的區別，陳來在《有無之境》中把這兩者
放在同一節討論28），在筆者看來是值得商榷的。所謂“見聞”，無非就是人平時之視聽言動等活動，
是人有意識的參與社會活動中最基本之發用。由此，考察守仁論“良知不由見聞而有”（前引），
則可知：良知是先天、內在的，不依賴於外在之聞見。同時，人之視聽言動等經驗活動皆是良知
活動的必要條件，良知必須通過這些基本活動來發用，而在此“用”時，即當以已體會之良知為
主腦，而即刻、“當下”體察以求一內證回返，不可摻雜任何其餘雜念。要“致良知”，正要在事
上“實實在在”地去做而不可因某事似小或者習以為常而有所懈怠。譬如每日常做幾件事，時間
一長，往往即形成習慣和厭倦之感，而隨意敷衍之，此亦常人之態。在此情況下，其耳目之視聽
言動，動輒即游離人心之主宰，致《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29），則已是一
極端情形。但是，即使到如此境地之“麻木不仁”，良知亦未嘗不在，故終有“自疑”或者“自
省”之時，於此時，用“著實用力”之工夫，不欺“良知”，即可躍出此泥潭，守仁所謂“學者一
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
（《傳習錄》136頁）因此，“良知”與“見聞”並非完全是對立的關係，恰恰相反，由於守仁主張
本體上加減不了分毫，故工夫只能在發用之“格物”上做，以致其本體之“良知”，如此，見聞自
然無礙于成德之路。
  所謂“見聞之知”，自北宋時即已有論斷，專門有別於“德性之知”，張載就認為“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30）程頤則曰：“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
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31）因此，大致可以認為“見聞之知”是指人通過經驗
活動和視聽言動等獲得的知識。對於“見聞之知”，守仁曰：“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
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
矣。”（《傳習錄》75頁）對此問題，王畿以佛教之“能所”概念有很精闢之論述：“知一也，根於
良則為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為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
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
滯而不化，鏡體反為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
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分也。”（《王畿集》65頁）“良知”發用，即如鏡之照物，
一照而過，不滯不執，雖應變萬千而本體未嘗有動；而聞見之知，以佛教之術語而言，則“只是
28）《有無之境》183-185頁。
29）《四書章句集注》 8頁。
30）《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24頁。
31）《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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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能所對立之中不斷重複生滅的不穩定的意識而已。”32）“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則本“虛”
之良知本體即被遮蔽，當發用之時易陷入前文所說的“習見”或“氣魄承當”之意必固我境地，
此即是求之於“末”，而悖守仁之旨也。當然，若是能把握良知之“頭腦”，則此“分別”之“識”
亦能為我所用，王畿所謂“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也。
  涉及到“禮樂名物”，守仁的態度又有很大不同。在守仁看來，“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
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傳習錄》146頁）強調“禮”（“樂”也同樣如此）之本源是出
於人心，此本是孔子之義。故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
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傳習錄》190頁），此其一。
  “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也。”（同上）此亦是儒學之基本立場，“士”之為“士”，自有其肩負之使命，若是形器之末、
專門之自然科學研究之屬，此等皆非君子之所重，故論語有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篇》）要言之，即是孔子所言“君子不器”。守仁曰 ：
“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傳習錄》181-182頁）“專”字不可不察，此其
二33）。
  再看另一段：“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
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
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示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
盡為之而待于周公？……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傳習錄》59-60頁）此處之主旨，仍然
是前面所說之“隨事格物”：每一時代都會有其特定之背景，相應的禮樂制度自然不可僅僅沿襲前
朝，即便是“聖人”亦不可能預先講求，而必須審時度勢而有所“損益”。同時，面對此不可窮盡
之世象變遷，“聖人”必“自然”去思量如何應對事變或學習相應的“禮樂名物”之知。關鍵仍是
要“明”此“心”，故曰：“只怕境不能明，不怕物來不能照。”（同上）在學者及一般人，工夫也
是如此。要之，不可事先思量或者預設一個先在之理或者知，譬如孝親，則“此心若無人欲，純
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傳習錄》30
頁）此其三。
32）《陽明学の位相》319页。
33）筆者論“君子不器”之傳統思想另有一原因，即有一種質疑值得回應——若按照王守仁之意，只要把握頭腦
則無不是學，無不可致良知，則何以不可專治一門客觀知識之學問或者習農工商之類。此須結合王守仁的“四
民異業而同道”思想考慮，蓋“士農工商”各有其不同之職責與任務，若為“農工商”，則自當行其當為之事，
而在此當為之事上時時刻刻當下體認、做工夫、“以用求體”，則皆可謂“同道”，問題是“士”之歷史使命與
責任，與一般民眾有很大區別，孟子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也，王守仁所謂“士以修治”是也，“修”
即“修身”，“治”即“治國平天下”。在儒家看來，既然身為“士”，則首先當有“兼濟天下”之抱負和責任
感，專事於考據辭章乃至花鳥自然科學之類無關于“修己治人”之大旨，此是儒家的基本立場。此外，《傳習
錄》中所論多對此類學問有輕視之傾向，還須注意其都是針對“士”以及學者而言，根據不同場合和物件不
同、王守仁隨機立教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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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此，當進一步追問，何以守仁如此反對“事先去討一個理”？此即牽涉到守仁和朱熹的根
本立場和觀點問題。
  先從朱熹說起，其謂：“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
雖無邪心，而只是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如此，則雖未
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34）注意“理當如彼”四字，唐君毅認為：“此中人之聞見
知識，與德性工夫之有關與否，唯以吾人於緣聞見所知之物之實然之理之外，是否更能兼知所以
待物之當然之理，並循此理待之，以為定”35）。對此，若站在陽明學之立場，則可說：
  1 、若只是表現得“理當如彼”，而實是小人鄉願之心，又當如何評判？王守仁對此在早年就
有過尖銳的批判意識36）：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
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
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
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于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 ；奉養時，
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
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傳習錄》32頁）
  2 、凡遇到具體之事務，良知當下發用，則自然會去求相應的“聞見”或者“禮樂”之知，
此前已述之，故亦不可言守仁只是所謂“道德純粹主義”而不重“效驗”，而當承認，在守仁之心
目中，此類“物之實然之理”不可刻意去求，而只在完成人倫事務過程中發揮作用，故居於一輔
助之地位。
  而對於“如何去做”這個問題，須知：具體的“事”、即社會事件具有高度的不可重複性與偶
然性，這一點和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子對父盡孝，其中確實可有許多基
本的禮節規範、“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但此“實然之理”站在陽明學立場則不可“預
先”求之或知之，“因若果真有一事先之保證，即吾人後來之良知，將除循此今所知以行之外，更
無所事事。此即將使此後來之良知，更無在後來之時，當下的創發性的表現或運用，而皆為今之
良知之表現所安排決定，以先被消殺也。”37）求“事先之保證”或“實然之理”，就是違背了守仁要
求時刻不離良知這個“頭腦”的根本宗旨。守仁之強調“知行合一”工夫亦是如此，故謂：“夫學
34）文集卷五十六“答方賓主”，《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冊，2657頁。
35）《原教篇》278頁。
36）朱熹絕非不重視行動的“動機”，這點從他與陳亮爭“王霸之辯”上就能看出來。朱熹是很全面的集大成者，
因此對於内在心性之追求和外部經驗知識都不曾鬆懈。但朱子後學大多沒有辦法全盤繼承，而流于章句訓詁
之學，也由於朱子學被官學與正統化之後，很多人都是表面信奉而“相率于僞”，因此王守仁如此說也是激于
朱子學之流弊而言。
37） 《原教篇》3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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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
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
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傳習錄》173頁）一切學問思辨之事皆是“行”，
因為若求“禮樂名物”之知識，而此過程本身不是“行”，則可謂其只是為了後來的“行”而有，
如此為學便難免會變成“手段”與“工具”，而容易流入功利主義。此中之關鍵仍是確保良知之
“頭腦”，則無時無刻不可謂“學”。
  王畿嘗有“行路”之比喻，可用來總結守仁對“學”與“知”（非“良知”之“知”）之基本
態度：“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歧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歧路，恰似說夢。後
世講學正如此。無歧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
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為求放心，道問學只為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王
畿集》98頁）
  在本章結束之前，想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我們要理解王守仁對於“智性”之態度，還是需
要放到宋明儒學的總體背景中去進行考察，但是限於篇幅，在這裡不可能做出詳細的分析。僅以
“尊德性”與“道問學”這對範疇為例：陸九淵也好，王守仁也好，他們固然“尊德性”重視道德
倫理以及實踐，但朱熹又何嘗不是？宋明儒學之基本問題如開頭所述，即是“成聖之學”，若是無
關“成聖”之事，朱熹亦不主張去盡“格”之窮盡之：“格物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今若於一草一
木上理會，有甚了期”（《語類》卷十八）向外“格物”之直接目的，就是成德，就是“尊德性”。
因此朱熹會批評胡文定之學：“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若宛轉
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人來爾。”（《語類》卷十八）因此，在工夫論框架內，
所有宋明儒學大家，如程朱陸王，皆可認為是“尊德性”，“道問學”皆只能處於次要之地位。而
這一點，余英時也是完全贊成的38）。
三、結　論
  至此，本文通過分析陽明學之“本體”、“頭腦”（即“良知”），首先理清其基本性質和特點：
良知說意味著道德法則與道德情感的主體合一，故為生活實踐之真正主宰，一切包括“禮樂名
物”、“見聞之知”的知識皆當在此“頭腦”下去“學問思辨行”之，此是從本體論（“體”）的高
度“縱貫”而下的考察。
  第二章則著重從“用”之工夫論角度出發，具體論證和分析在“隨事格物”之主導下王守仁
38） “無論是‘六經注我’的陸子靜或‘泛觀博覽’的朱元晦都一樣沒有教人‘為讀書而讀書’的意思。讀書如
果有意義，則只能因為這樣可以使我們再聖賢的道理上討得分曉。在這個層次上看，宋學確乎是‘義理之學’，
與清代乾嘉的‘考據之學’適成一強烈的對照。”（《歷史與思想》，91頁）換句話說，“參照標準”是很重要的。
但是，即便乾嘉學派之學者（至少在表面上）也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為訓詁而訓詁，為讀書而讀書”，而是認
為唯有嚴格之考證而不是玄虛的心性之學的討論，方能得古代聖人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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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體知識的真正態度，是一“即用求體”的路數。即便是“聖人”也非全知全能，而是在千
變萬化的當下事態中靈活運用和學習經驗知識，但是此類知識最終只是工具和輔助意義，不可以
代替良知的最終判斷主體的地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王守仁這裡，對於客觀知識之追求與朱熹相比確實是被擺在相當消極
的位置，但並不因此就能得出王守仁本人對“智識”採取的是憎恨與懷疑的立場。王守仁的很多
看似偏激的說法，更多的是針砭時弊和糾正當時朱熹末流之弊。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陽明學看
似“易簡”的工夫與主張確實被後人廣泛誤解，以至產生末流的種種弊病，此是“人病”，不是
“法病”。
  另外，隨著近年來日本江戶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日本陽明學與中國陽明學之“異”日益成為
學界的共識。但即便承認日本陽明學之興起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脈絡和特殊性，也並不能妨礙我們
去尋找中日陽明學之間在思想上的近似之處。事實上，不管是日本陽明學之鼻祖的中江藤樹，其
弟子熊澤藩山，還是之後的佐藤一齋和大鹽中齋，在強調“心”與“良知”的絕對性以及反對瑣
碎的“聞見之知”而重視日常之實踐─在這方面他們之間存在著原則上的共識，而與此同時，
他們又都飽讀中國古典與宋明儒學著作而非“束書不觀”。當然這些都是很粗略的把握，在細節上
面，如同中國陽明學內部之分歧與多樣性一樣，日本陽明學者對於“智識”之態度也不會整齊劃
一，這些都是留待以後可以進行考察與比較的。
